
  院刊  157

伍  麟    万仞雪    曹婧甜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武汉  430072

摘要   自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持续

出现且继续深化的各种新社会生活形式，如虚拟空间与信息交流的广泛渗透和升级，社会

流动与文化观念的不断加速和变迁，劳动分工与工作方式的日益精细和专业化，人际交往

与心理体验的普遍拓展和功利化等，倒逼着人们比其他任何历史生活年代都更为迫切地诉

求在社会实践和社会互动中营造普遍的信任环境，实现有效的合作。为实现富强民主、文

明诚信的社会理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社会治理进程将会面临信任的三大变迁，

即：从内群信任转向外群信任的群际信任变迁，从人际信任转向制度信任的抽象信任变

迁，从低信任社会转向高信任社会的社会信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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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认为，信任是个体基于认知或情感（或两者兼而有之），且在对自身脆弱

性和风险承受力判断的前提下，对他人未来行为结果抱有积极期待的心理状态。信任关系

体现出互动主体间所蕴含的相互依存性，互动过程所内生的发展性以及互动结果的预期互

惠性。信任能够减少社会复杂性，提高社会生产效率，节约社会宝贵资源。信任建设是中

国社会治理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从社会心理角度而言，中国社会治理需要重视人们心

理及行为的鲜明时代特征。

（1）社会活动呈现新特点。社会活动呈现出数量剧增、形式新颖、种类繁杂、内容丰

富、节奏快捷、影响广泛、变化多端等特点，社会活动的过程与效果既依赖于事件发生时

的特定情境，又常常超越事件发生时有形空间和有限时间的边界约束。

（2）参与和进行社会活动的主体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社会里人们社会交往和社会互

动的对象往往是“熟悉人”，这些对象数量上有限，且在交往和互动情境上不断重复“相

遇”。而现代社会里人们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的对象既有“熟悉人”，更有“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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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陌生人所带来的不仅是数量上增多的问题，更主要

是交往和互动情境的“随机性”“偶发性”和“不重复

性”的问题。

（3）社会活动的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现代社会能

够提供给个体的机会和资源越来越多，同样对个体提出

的要求也越来越多。社会的加速发展必然导致个体无法

具备充足的时间和技能去掌握层出不穷的知识体系和庞

杂全面的工作要求，劳动分工的精细化、职业岗位的多

样化、社会角色的多重化和社会活动的复杂化是现代社

会的必然趋势。

（4）不断膨胀的信息资源客观上孕育了多元化的观

念及其冲突的思想基础。在大规模跨越地理区域的人口

流动以及现代信息的迅捷传播等现实因素作用下，差异

性的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观点在碰撞中融合，在

冲击中调整，在扩散中聚合。社会渴望并要求差异性的

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观点能够成为同质或基本同

质的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

1	群际信任的变迁：内群信任转向外群信任

1.1	 内群信任与外群信任

内群信任是在传统社会中人们行为和心理的重要

主导力量。内群信任的对象局限于个体熟悉的人，往

往建立在亲属、熟人或邻里的基础上，从封闭型群体

里孕育和表现出来，起到维持内群体存在及运行的支

持作用，使得内群体保持特定的稳定状况。而外群信

任的对象是开放的、非特定的、人格意义上不曾相识

的陌生人，信任人和信任对象之间的背景可以存在

很大差异。对于这些陌生人，信任方没有以往面对面

的交往经验，有时也缺乏清晰社会归类的身份认同。

但外群信任能够超越面对面交往经验的边界限制，暂

时的陌生感不会成为进一步互动的障碍，个体愿意相

信陌生他人是可靠的，可以进行未来合作。团结性集

体行动、生长性社会交换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外群信

任。外群信任超越了个体随自然出生所先天具有的亲

缘，因积极社会交往所生成的友谊等人格意义上熟悉

感的界限，实际上也就是外群信任超越了特定个体人

格意义上的社会生活范围。

1.2	 开放性现代社会为群际信任提供平台

就人口流动性而言，传统社会人口流动性往往较

低，这是由于农民“以土地为生计，依赖土地资源，

‘生于斯、死于斯’的观念”，是乡土社会的特征[1]。

而现代社会由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及社会生产力的提

高，人口流动性也随之大大增强。《中国流动人口

发展报告（2015）》指出，我国流动人口到  2014 年

末达  2 .53  亿，预计  2020  年流动迁移人口将逐步增

至  2.91 亿，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居住平均时间超过3

年以上的占 55%，半数以上流动人口有今后在现居住

地长期居留的意愿。以北京市为例，2012 年流动人口

达 773.8 万，每 3 个人中就有 1 人来自外省市。如此庞

大的人口流动规模，在为经济发展提供劳动力的同时，

也“导致社会结构的规范体系、观念要素不断趋于复杂

化和多样化”[2]。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生产的进一步扩

展，为保证社会各部分有效运转及功能协调，社会分工

必然逐渐细化，生产专业化程度不断加强。这就使得

农耕社会的封闭交往模式逐渐瓦解，越来越多的村民离

开村庄寻找就业和收入机会，社会网络更加开放。来自

五湖四海，彼此陌生的个体及人群在日常生活中频繁互

动，从国家层面上看，这些也构成了国家运行的重要组

成方面、市场经济维系的核心推动力量以及社会转型变

迁的关键主导内容。

1.3	 人情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过渡为群际信任转变提供保障

开放社会为群际信任的扩展提供了平台，但同时

与开放的社会网络相对应的是交往的短暂性与不确定

性。相应地，交往中匿名性、不确定性的提高也使

得社会交换形式由以熟人社会的“人情”为纽带，

转为陌生人社会所奉行的以“契约”为纽带。传统社

会中，人情得以成为交换载体的前提是社会成员的高

同质性——邻里间互相熟知，交换得以通过“私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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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发散开来；而现代社会成员的高异质性决定了其

必须以“契约”、法理及制度的形式保证交换过程中

的效率与公平。现代社会每一天都在发生着大量的合

作行为，其中很大的比例是跨群体界限的合作。跨界

合作是现代社会更为重要的合作形式、更为需要的价

值观理念和更为必要的社会实践，而外群信任则是实

现跨界合作的关键环节。传统社会凝聚力消散倒逼群

际信任由内向外扩展。单位制的瓦解给社会信任带来

了新的社会风险。传统的单位制体制下所形成的高度

集中的“国家—单位—个人”的联结形式被原子化的

社区、社团取代，随之而来的“原子化动向与依托于

单位社会的乌托邦精神和公共精神生活迅速消逝，社

会进入冷漠时代”[3]。现代化本质上必然会出现的一个

潮流是，内群体凝聚力日益消散，内群体生活的物理

空间和社会空间不断消解，而外群体生活的物理空间

和社会空间日益膨胀。

当前农村群际信任的变化主要可归结为两点：总

体而言内群信任仍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传统乡土

社会的熟人信任关系网络作用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

这种弱化首先来自于乡土社会传统价值体系的变迁。

2009 年，贺雪峰[4]通过考察河南、山西、湖南、湖北等

省村落代际关系的特征，探讨了当代农村代际关系的价

值基础。他认为“现代性不止剥削着传统伦理，而且削

弱着传宗接代观念本身，厚重的代际关系正走向稀薄的

代际关系”。良好的代际关系是维持内群信任的重要力

量，这种力量一旦被削弱，内群组织的凝聚力就岌岌可

危。就整体群际亲疏关系和归属感而言，农村社会对

由亲缘和地缘构成的信任与依赖程度仍是最高的，以

“家”为核心逐层推开的“差序格局”信任特征仍旧得

以维持。

相较以内群信任消散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社会而言，

城市群际信任变迁则更为复杂。（1）总体而言，城市

居民信任同样遵循“差序格局”。城市居民同样对来往

密切、互动频率更高的个体呈现出更高的信任水平，这

是因为频繁的交往和共同生活的感情也能促成高信任

度，由此，群际信任从以血缘维系的“熟人信任”逐渐

扩展到“亲友信任”，再到以业缘为联结纽带的“次

群体信任”。（2）城市与农村社会信任水平差距逐渐

减小。原先的农村高信任度由于社会转型逐渐降低的

同时，城市居民信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3）城市中

的农民工。城市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特殊群体——农民

工，他们离开乡村前往城市，行为模式既打上了传统社

会的烙印又受现代社会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

考察时代变迁不可忽视的群体。而当前城市农民工群际

信任的扩展受到来自城市和农民工自身身份认同失衡的

压制。从城市方面来看，受限于户籍制度，不论是农民

工还是他们的子女在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等方面都无

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许多农民工甚至为争取

正当劳动报酬权益而自杀。农民工虽然工作在城市，却

因观念和制度而无法得到来自城市的相应的身份认同。

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即从农民工自身来看，面对去

人格化的现代社会，他们也面临自身身份认同失衡的危

机。2014 年，学者于建嵘[5]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产生

强烈的被排斥感，对生活于其中的城市无法产生完全的

归属感，致使他们在城市的生活一直处于‘孤岛化’状

态：新生代农民工只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圈子和有限的空

间里，在生活和社会交往上与城市居民和城市社会基本

没有联系，不能分享日趋丰富的城市公共生活。”这种

“孤岛化”的状态使得“农民工对城市市民充满戒备心

理，两大群体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社会隔离感和不信任

感”[6]。

1.4	 外群信任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条件

内群体凝聚力固然重要，但接受、认同和信任外

群体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有机团结和社会整合的重

要条件。“特殊信任（自己人）的风险极小，但不会使

你——以及更大范围的社团——繁荣或充满活力。普遍

信任盛行于民主社会，而特殊信任在威权和集权社会更

为典型。普遍信任使人们更愿意参与社团并认可道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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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特殊信任使人们退出公民生活。”[7]现代社会极为多

元，但又无法回避这种多元并且只能在多元状态下实现

有机团结和社会整合。在社会飞速发展之下，个体所面

对的是工作技能高度专业化、专门化的环境，需要多方

面生活习惯、社会智力以及工作技能的互补，以提高收

益价值，提升生活质量。显然，这使得个体在面对现代

社会进程中不断个体化同时又高度社会整合的状况时感

到难以适应。解决上述问题对个体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要求个体具备较强的社会学习能力和主动的社会参与意

识，在外群体中培育社会智力，而不是退缩进内群体从

而压缩自身的社会空间。

2	抽象信任的变迁：人际信任转向制度信任

2.1	 当代中国的制度信任现状

当代中国制度信任仍处于初级阶段，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

（1）央强地弱。我国的政府信任结构呈现出典型的

“央强地弱”的差序性样态，即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

任度最高，其次是省级政府，之后是地市政府，排在最末

的则是县区政府和乡镇政府（街道办）等（图1）[8-12]。

图 1   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对政府信任的比较

注：农村 1、城市 1 的数据来源于 2008 年10月份厦门大学社会学

系在厦门开展的“城市居民生活品质主观评价”的问卷调查。农

村2、城市 2 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课题组于

2011 年10—11月实施的全国性大样本随机抽样调查。农村3、城

市 3 的数据来源于由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 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10）

从图中折线的位置可以明显看出，民众对省级政

府的信任要低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表现出了明显的

“央强地弱”的结构特点。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民

众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不同信任度呢？这与民众对各

级政府的了解程度密切相关。民众通过电视、上网等

途径得知中央政府的惠民政策，并对这些政策持认同

态度，认为中央政府是认认真真为民众谋福利，而民

众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地方政府相对中央政府而言较

多，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或不完全作为对民众之于政府

的信任产生负影响，从而产生“中央政策好，但是执

行起来却不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印象，从

而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出现了政治信任

“央强地弱”的局面。

（2）城乡差别。我国政府信任还存在城乡差别，城

市居民的政府信任度明显低于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度[8]。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差别的存在呢？笔者认为，影

响政府信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① 个体水平。个体所

拥有的社会资本、个体的普遍信任水平、互助行为和

社会参与均对其政府信任水平有正向影响 [9,11,13,14]。② 

市场化进程。市场化进程与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呈直

线递减关系 [15]。③ 政府绩效。政府绩效不仅仅指经济

方面，还包括食品安全、司法制度等非经济方面，居

民对于政府的工作绩效越是满意，相应的政府信任度

也随之提升[9,11,16]。④ 权威主义。指个体对于中国特殊

政治文化的认可程度，个体的权威主义价值观越高，

政府信任水平越高[11,12,16,17]。

（3）部门差异。除了央强地弱、城乡差别外，

我国政府信任还存在明显的部门差异。由图  2 可以看

出，我国居民对政府的抗震救灾能力、义务教育、养

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持比较满意的态度，对食品安全

监管、环境保护、户籍制度和慈善事业方面的满意度

相对较低。进一步研究表明，对居民政府信任影响较

大的因素为抗震救灾、司法制度和户籍制度。而除了

抗震救灾外，其余两项的得分都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下

水平 [11]。种种迹象说明我国的制度信任还有待进一步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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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居民对不同制度变量的满意度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课题组于 2011 年 10—
11 月实施的全国性大样本随机抽样调查

2.2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进程需要培育公民理性成熟的	

制度信任

制度信任对居民的消费行为、环境治理参与、新农

保缴费、政治参与等各方面都起到很好的正影响[18-21]。

由于国家力量的强制保障，制度信任能够有助于人们自

觉遵守现有的规则规定，服从各类机构部门作出的约束

性决策。吉登斯[22]认为，“随着抽象体系的发展，对非

个人化原则（以及还有对不认识的他人）的信任，成了

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这种非个人化的信任与基本信任

不同。同以前的情况比较，现在的人有一种强烈的想寻

找可信任的人的心理需要，但却缺乏制度性地组织起来

的个人联系。”传统社会是一种“面对面”的社会，交

往主体人数较少，交往参与经常重复，交往范围时空有

限以及交往活动流动性较弱，因而主体间表现出身份熟

悉，人格特质认知度高，情感性信任容易形成。相比而

言，现代社会是一种“背对背”的社会，交往主体人数

剧增、交往范围时空扩张、交往活动流动性很强，因而

主体间趋向为身份匿名，人格特质认知度低，情感性信

任弱化，突显认知性信任。从情感性信任过渡到认知性

信任反映了特定社会秩序的巨大转变。建立在个人或人

际信任基础上的社会秩序主要出现在规模较小、分化程

度较低的社会群体范围，而建立在制度信任基础上的社

会秩序则主要出现在规模大、现代时空结构下分化程度

高、复杂性强的社会群体范围。认知信任可以扩展到陌

生人身上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信任人能够掌握足够

多的信息，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孕育出信心，判断信托

方会考虑和顾及信任人的利益。孕育信心的信息来源广

泛，如国家部门的公权力效率及公正，各群体应当遵守

的普遍社会规范，信托方的声誉名望等。

制度信任所依赖的是一种认识表象的基础，相关

互动因素在合理秩序的作用下就能够激发制度信任，如

公平正义对于维护司法体系的制度信任尤为重要。相比

于对乡镇政府主持公道能力的信任，对乡镇政府主持公

道愿望的信任可以更有力地解释村民是否参加选举。这

从侧面证实了一个结论，民众更加看重的是政府工作

的意愿而不是结果，公平而不是效率[23]。从认知意义上

讲，个体认定制度代表人在制度秩序的表象与人格表现

之间应当有着稳定的一致性联系，基于这种一致性联系

产生出制度信任。制度信任表现为认同性信任，是进行

社会互动的基本要素，也是社会治理中的建设性力量。

“在很大程度上，制度信任或公共信任被看作优于人际

信任或私人信任，制度信任是判断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标

准。”[24]社会活动中由制度所规定的“象征性媒介”因

素如货币、法律、权力等能够有效运作，发挥高效的功

能，信任在其中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如果不是对上述

制度性抽象符号的有效性、可靠性和合法性有充分的信

赖和信心，则现代社会的制度体系难以正常运转，社会

秩序难以保障。一个社会的制度体系如果发生崩溃，那

么这些制度性抽象符号的信用或者说人们对于这个社会

的制度性抽象符号的信心也必将丧失，这个社会的法律

威严、政府权威、货币系统等都将受到损害，最终不仅

破坏制度信任，人际信任也将受到侵蚀。

3	社会信任的变迁：低信任社会转向高信任

社会

3.1	 高信任社会和低信任社会的含义

Fukuyama[25]从社会宏观信任水平的角度将不同国

家划分为两种类别，即高信任社会的国家和低信任社会

的国家。高信任社会国家表现为成熟的公民社会，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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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低成本的社会合作，互惠共赢的伙伴关系取得社

会活动的最大收益。低信任社会国家则不具备成熟公民

社会的基本特征，盛行的是依靠熟人圈子和裙带关系获

取社会活动的最大利益。从信任半径看，高信任社会国

家的社会信任半径大，涵盖面广，人们自发、积极、主

动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突破群体边界的约束，与不同

背景、类型及身份的人进行交往。同时，人们对于涉及

公共生活领域的具体事务、组织机构以及社会制度具有

高度的信任。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

规范和网络，通过促进社会的协调行动可以提高社会效

率”。可以说，高信任社会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这

些丰富的社会资本能够帮助个体建立面向社会生活的关

系网络，从中获得符合自身利益的社会资源、发展机

会、重要信息、社会支持以及经济援助。与之相反，低

信任社会的信任半径小，涵盖面窄，人们虽然参加一些

社会活动，但这些活动往往是在熟人关系网络的封闭圈

子里进行，受到群体边界的严格约束，社会交往对象背

景、类型及身份比较接近或相似，信任常常在私人生活

领域内存在和发展。同时，人们对于涉及公共生活领域

的具体事务、组织机构以及社会制度的信任度较低。低

信任社会的社会资本更多是在自循环体系中运行，具有

局限性和领域专门化的特点。难以培育公民对于社会公

共生活领域事务的热情与责任，也难以发展社会普遍信

任。

3.2	 中国社会的信任程度

（1）民众的直观感受是目前社会的信任度偏低。一

些官方的数据也与此相映衬。如 2015 年全国法院审判执

行情况数据表明，审理诈骗罪案件 35 719 件，比 2014 年

上升 8%。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大幅上升：新收民间借贷纠

纷案件 1 536 681 件，比 2014 年上升 41.48%；金融机构同

业拆借案件 9 873 件，比 2014 年上升 10.8%；企业之间借

款案件 12 278 件，比 2014 年上升 3.87%；其他借款合同

纠纷 802 738 件，比 2014 年上升 24.09%。《中国青年报》

2015 年 7 月 13 日刊文：“来自 360 网购先赔服务的数据

显示每年至少有 23 万起网络诈骗案件发生。网站诈骗报

案总金额为 4 771 万余元，人均损失 2 070 元。与 2013 年

相比，网络诈骗的报案数量增长了 3.56%，人均损失增长

42.90%。”

（2）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高信任社会的国家，

且近 10 年来社会信任程度呈上升态势。唐丽娜[26]进行了

两项相关调查，指出“根据 2003 年和 2013 年中国综合

社会调查的结果，对陌生人表示不信任的比例从 2003 年

的 73.4% 下降至 2013年的 52.2%，对陌生人表示信任的

比例却从 4.3% 上升至18.8%”，并指出“这些都与世界

价值观调查里的中国数据结果相一致”。

上述民众态度和现实行为的不一致性某种程度上说

明，在中国社会治理进程中建设成熟的高信任社会尚需

要一段时间。

3.3	 培育高信任社会的途径

（1）社会公平，程序正义。高社会信任水平与物质

再分配的公平过程息息相关，社会活动的公平目标必须

严格遵循程序正义原则。程序正义反映在通过特定的人

际行为和决策过程的结构所体现的决策情境中。不仅强

调对于所有人地域平等和经济准入，还需要更多的考虑

确保所有群体平等的文化准入。当前中国社会还存在一

些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因素，这些不平等往往限制了穷人

和弱势群体信任的能力。需要通过弱化现有的群体身份

和差异改变现有权力和资源不平等的结构，从而提高受

损群体的自尊和改变每个人的自我意识。高信任社会不

仅需要建立物质分配的公平策略，寻求在社会群体之间

资源、机会及结果的平等，同时应建立对所有人平等的

道德价值和接纳机制。只有从社会决策机制层面识别和

消除妨碍或抑制弱势群体信任经验的约束条件，决策机

制才能够获得所有人口群体的整体信任。

（2）物质繁荣，社区信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

快速发展，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信任的资源理论观点认

为，物质繁荣有助于提高社会信任。Freitag 等人[27]认为，在

一系列重要的因素当中，权力机构的公正清廉、减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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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差距的福利政策、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利益是影响个体

信任更为典型的因素。除此之外，生活质量满意度影响

普遍信任，收入平等对生活质量满意度起着正面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不利以及威胁条件下的生活状况促进不

信任。不信任也容易出现在掌握较少社会资源的个体身

上。这些个体所居住生活区域的社会资源较为匮乏，面

临一些共性的生活窘迫和困境。个体在避免或应对这些

生活窘迫和困境时常常感到无能为力或力不从心。当个

体对于自我生活控制感到困惑、迷茫、失望之时，也是

生活控制力最低落的时候，渺小感、脆弱感等心理体验

加强，自我防御的心理机制加重，怀疑主义心态占据上

风。常态情形下对他人就不信任，危机情形下更是对他

人持有敌意。无力感放大失范对不信任的影响，通过增

加的无力感社区失范直接或间接导致不信任。普遍存在

的社区不信任干扰邻里之间形成相互联系的能力，导致

社区秩序进一步崩溃，以自我放大的向下螺旋形式促进

更多不信任。中国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探索创

新树立健康的社区信任。

4	展望

中国社会治理的目标之一是实现高信任社会。

（1）公民能力提升是实现高信任社会的重要条件。

现代化的一种核心趋势是个体能够拥有国家、社会、家

庭等各方面所提供的诸多机会和资源，发展和利用自己

所具有的潜能，并最终能够以有益于社会及自己的方式

实现目的性选择和追求。当人们具备了上述意义上的社

会能力，越来越多的个体对于严密联系的内群体的依赖

会逐步弱化。从内群体控制中摆脱束缚，提供了更多机

会，打开了更多空间，有利于实现与外群体成员互惠互

利的社会交换。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弱势群体缺乏促

进信任的社会能力和经济资源。生活在不利的处境、处

于不利地位的人平均而言表现出更多的不信任。李克强

总理在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完成 2 100 万人

次以上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任务，这是通过增加人

们的获得感来提升外群信任。现代化是一个过程，个体

日益增强的工作技能水平能够促进这一过程。伴随现代

化进程，依赖内群体凝聚力占主导的状况逐步消失，个

体对内群体的依赖程度也渐渐减小，群体界限不断消

解，来自连接型群体的合作产生出更大的收益，人们需

要对外群体成员付出信任。在内群核心地位逐步衰弱的

情形下，只有外群信任独立于内群信任产生出来，外群

信任才能够生长。

（2）制度是实现高信任社会的重要力量。人们对制

度的决策、制度执行过程及效果的感知即制度认同决定

了信任的社会氛围。社会中人们高水平的制度认同体现

了制度决策、制度执行过程及效果的积极属性，有助于

营造全体社会成员共有的良性社会情绪。从广义上讲，

对待陌生人的态度与对制度的认同息息相关。社会成员

通过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对于制度决策、制度执行过程

及效果会逐步形成稳定的认知评价。制度所具有的积极

属性以及制度所设定的激励因素能够调控组织机构和个

体的社会情绪和诚信行为，可以从物质层面上影响社会

及人际合作，也可以通过社会化机制塑造社会成员具备

符合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行为习惯、道德规范以及思想意

识，内生出信任品质和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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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 of Trust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Wu Lin    Wan Renxue    Cao Jingtian

（Sociology Department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Chinese society has been going through 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in 1978. The ever changing new forms of social activities, such as the vast permeation and constant update of visual space communications; the 

acceleration in social mobility; the transition of cultural conceptions; the specialization of labor division as well as the utilitarian orientation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makes it imperative to forge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in social practice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To build a strong, pros-

perous and culturally advanced country, three main transitions is about to emerge during the process of social governance of Chinese society: 

intergroup trust transits from in-group to out-group; generalized trust transits from individual trust to institution-based trust; social trust transits 

from low level to a higher level.

Keywords    social governance, transition in trust, out-group trust, institution-based trust, high trust level society

伍  麟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2002 年获吉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信任、现代化

变迁和风险认知等问题。已发表 SSCI 和 CSSCI 学术论文 50 余篇。多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全文转载。 

E-mail: wlin@whu.edu.cn

Wu Lin   Professor of Sociology Department of Wuhan University, received his PhD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hilosophy from Jilin 

University in 2002.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modernization transition and risk recognition. He has published over 50 papers on SSCI and CSSCI. 

Several papers of him have been fully copied by China Social Science Journal and some other major journals. E-mail: wlin@whu.edu.cn 


